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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法学知识体系
 

【编者按】　2021 年 12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

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对我国法治的原创性概念、判断、范畴、理论的研究，加强中国特色法学学

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提供了

根本遵循。从理论上探讨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构建，有助于丰富和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

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本期“主题

研讨”栏目选择的三篇来稿，分别围绕“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命题阐释、中华法系元素的创新、

儒家思想的域外司法影响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构的理

论基础和实现路径。希望这些研究成果对推进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构建有所助益。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命题阐释 *

廖　奕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摘　要：“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是一个由政治命题衍生而成的学术命题。对于这一命

题的题旨情境，可从意蕴定位、概念融贯和理论示范渐次展开，由此理解“为何建构”的问题。以古典

中国的政法传统、近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当代中国的法学体系为线索，勾勒中国法学知识由传统向现

代的演化，可以深入理解“何以建构”之历史逻辑。在方法要义上，阐释“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

系”命题，可从政治家、思想家、法学家、法律家、社会治理精英以及更大范围“公众”的统合视角展开，

以融贯一体为基本方法，以政法知识为核心支点，以法理均衡为推进主线，从整体上更新对“如何建

构”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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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要改革任务。〔1〕2022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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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研究”（项目编号：22AZD058）的研究成果。

〔 1 〕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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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作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3〕法学知识体系的构建意

义重大。2023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

研究的意见》指出，要强化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4〕近年来，法学界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的目标任务，

明确提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命题。〔5〕这一命题蕴含诸多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比如，

什么是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构和演化，在法学知识体系的生成上是否对立？在当前总的知识

格局下，如何选择科学的建构方法论及适宜的具体路径？〔6〕鉴于这些问题相互关联、环环相扣，研究

者须回到命题的原初语境，从中国的整体实际出发，运用历史、辩证、发展的观点，在理论和实践的统

一中检验命题的真理性。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笔者试图以融贯形式逻辑和实质精神的阐释学方法，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

知识体系”命题架设一个新的整体分析框架。具体而言，本文的第一部分通过意涵定位、概念融贯和

理论示范的渐次展开，逐层分析“为何建构”之题旨情境；第二部分以古典中国的政法传统、近代中国

的知识革命、当代中国的法学体系为线索，勾勒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演化，重点阐发“何以建

构”之历史逻辑；第三部分则从基本方法、核心支点、推进主线三方面，集中说明“如何建构”之方法

要义。

二、“为何建构”之题旨情境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是一个由政治命题衍生而成的学术命题。〔7〕从政治话语到法学

话语的二次建构，涉及命题原初语境和衍生意涵的整合，需结合原初题旨与其衍生情境加以理解，再

沿着命题意涵的整体定位，对“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国法学”等概念进行融贯阐释，最后以典

型理论样本作为示范证明。

（一）意蕴定位

1. 新的知识条件

“当今时代，知识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各种新知识、新情况、新事物层出不穷。”〔8〕在浩荡前行的信

息革命时代潮流中，“今天的知识，仿佛是管道中流动的液体， 具有一个连续的统一体”。〔9〕知识在生

产、流通技术上越便利，在主体和内容上的统一性、体系化难度便越大，人们对多元知识的沟通、契合

等一体化需求也就越强烈。比如，专家知识与非专家知识的对立，专家知识内部的分野及其带来的

冲突，这些知识情状发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折射出知识生产和流通对“自主体系”的要求愈益迫切。

〔 2 〕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载

《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6 日，第 1 版。

〔 3 〕 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16 年 5 月 17 日），载《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485 页。

〔 4 〕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3
年第 7 号。

〔 5 〕 参见张文显：《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载《法学家》2023 年第 2 期。

〔 6 〕 参见黄文艺：《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方法》，载《光明日报》2023 年 9 月 1 日，第 11 版。

〔 7 〕 参见王锡锌：《构建自主法学知识体系需要内外兼修》，载《清华法学》2023 年第 6 期。

〔 8 〕 习近平：《依靠学习走向未来》（2013 年 3 月 1 日），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03 页。

〔 9 〕 ［加拿大］西蒙斯：《网络时代的知识和学习——走向连通》，詹青龙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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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自主体系的知识建构，日渐成为知识合法性的关键支撑。〔10〕知识合法性意味着某种知识建构被

广泛认可的价值，没有了它，任何一种知识系统都难以保证受众的持久忠诚。〔11〕

2. 新的发展要求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2〕面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充分

不平衡发展之间的矛盾，法治中国建设具有回应新发展进程的整体战略意蕴。法治不仅是中国式现

代化的保障，而且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和推进原则，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13〕一方面，法治与发展

的深度嵌合、良性协同，需要一种立足中国、融贯内外的法学知识体系，促使法治对于新发展进程的引

领、规范和保障功能发挥到位。另一方面，与法律和治理有关的个体知识和社会知识、精英知识和大

众知识、官方知识和民间知识、理论知识和实用知识，都应在法治与发展的协同一体下深度交融，在以

制度体系建设为主线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率先发展”。

3. 新的解题思路

“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给我们提出的新考题比过去更复杂、更难，迫切需要我

们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交答案。”〔14〕面对时代背景的变化，如何以新的思路破解古老的“知识难

题”（knowledge problem）？〔15〕这既对西方式现代法学知识范式提出挑战，也为中国法学知识体系的自

主构建带来契机。近代以降，西方国家的主权体制改变了法的运行轨迹，使法学知识有了相应的制度

模板和建构基准。〔16〕但在西方法学知识内部，长期存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二元对立。〔17〕在此种

对立中，法学陷入了知识属性和发展方向上的多重迷惘。重返“中国本体”，构造“自主体系”，可为破

解法学知识难题提供新的思路。

（二）概念融贯

1.“自主知识”的语义

在汉语中，“自主”有多层含义，这些含义可以融贯理解。概言之，“自主”指的是以自我作主为前

提，以自动、自治、自洽为主要内容的主体生存能力。首先，“自主”代表一种稳定的内在资格或文化

身份，保证主体离开外部参照不会丧失坐标，混淆存在的时空感，发生持续的认识错乱；其次，即使发

生资格或身份上的危机，外界也不能据此断定主体能力的全部丧失，而要从内容层面对削弱程度加以

诊断；最后，从独立生存能力的角度，我们可得出一种类比生物学的认知，即无论外部因素如何，主体

都有某种竞争意义上的生存能力。

此种“自主”的融贯语义，对理解中国法学知识体系构建大有裨益。就“自我作主”的基本义而言，

当下中国法学知识在体制上是独立的，没有任何一种“合法”强力可以驱策独立主权国家的知识生产、

传播和交流。比较复杂的是衍生义，即“自动”或曰“自我调适”、 “自治”或曰“自我管理”、“自洽”或

曰“自我确证”等含义。在此语义层，法学知识的自主性问题凸显，相关理论研讨聚焦。“自主”的扩

张义，即生物学上的“竞争生存能力”，也值得重点关注。将其作为有益的类比，有助于丰富我们对法

〔10〕 参见安维复：《社会建构主义：后现代知识论的“终结”》，载《哲学研究》2005 年第 9 期。

〔11〕 参见［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84-186 页。

〔12〕 习近平：《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载《求是》2024 年第 12 期。

〔13〕 参见姚建龙：《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法治：功能与定位》，载《政治与法律》2023 年第 1 期。

〔14〕 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载《求是》2023 年第 20 期。

〔15〕 See Peter Burke,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 , Polity Press, 2000, p.197 -209.
〔16〕 参见徐爱国：《法学知识谱系中的论题修辞学——〈法学的知识谱系〉前传》，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 年第 2 期。

〔17〕 参见［奥］奥托 • 纽拉特：《社会科学基础》，杨富斌译，华夏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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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知识特性的理解，在激烈的政治博弈和发展竞争中保持定力和活力。

在汉语中，“知识”也有多种指意。一是作为事物的“知识”，指人们从实践中获得的认识和经验。

在此语义下，知识可指具体的事理与专业学问。现在的“法学知识”，通常指的就是经专业学习、教育

或研究、体验而生成的学问。当某人说自己掌握了法学知识，其言说重点可能正是具体的事理知识或

专业认知成果。二是作为行动的“知识”，含义类似于“认识”，因知道、懂得的方式和程度不同而有区

分。例如，一个外行对法理学的知识与某位专家的知识，在方式和程度上都有很大的差别。三是作为

熟悉对象的“知识”。古人云：“海内知识，零落殆尽，惟会稽盛孝章尚存。”〔18〕一个精通法理学的学者，

可能会视此种知识为知心密友；而只知皮毛的票友，只能算是与这种知识有一面之缘。四是作为形容

词的“知识”，与学术、文化和社会实践广泛相关。如“法学知识界”的所指，就比常说的“法学界”宽

广，除了法律学术界，它还包括法律实务界及相关社会文化群体。相比而言，作为事物和行动的“知识”

语义更为常见，并且二者可以相互连通。

综合上述，从“知”而“识”的连续过程看，“知识”指的是一个主体导向的认识过程，即主体采取

的认识行动和针对特定对象的认知成果集合。这一概念上可达成多种指意的融贯：从有关认识对象

的“是什么”（knowledge-that），到有关认识行动的“怎么做”（knowledge-how），直至有关认识成果的

“亲知和熟习”（knowledge by acquaintance）。

此种“知识”的融贯含义，可参照西方知识论的经典模型理解。该理论认为，知识生成应满足

“真”“相信”“证明”三个基本条件：

　　某人 S 知道命题 P
当且仅当

　　（1） P 是真的；

　　（2） S 相信 P；

　　（3） S 相信 P 是经过证明的。

此处的“真”接近于汉语中作为“事实”或“事理”的知识，可替换为“求实”；“相信”更接近于作

为行动的知识，以主体的求证行为实现对“事理”的确证或转化；“证明”或曰“确证”，则是至关重要

的“求真”环节，属于“求实”和“求证”的综合。经此检验的知识，方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从而真正

具备独立存在的能力。

由上观之，自主知识的要义在于，主体对自身认识系统的整合能力。自主知识的生成，需要主体

整合观照认识对象、认识行动和认识结果，强化自身认知系统的独立性和融贯力，通过统合调配，达成

基于形式合法性的独立生存。

2.“体系建构”的差异

汉 语 中 的“体 系”与 英 文 中 的“System”在 语 义 上 有 一 定 差 别。System 一 词，来 自 希 腊 语

sústēma，词源含义为“由很多部分组成或组合而成的整体”。随着该词所指范围的扩大，1630 年出

现“相关原则、事实和理念的组合”用法，19 世纪初出现“主流社会秩序”的指意，现在则有事物系统，

社会制度，由学说、理念和原则组成的解释体系，理想的和谐秩序，压制性的有组织社会及其状况等更

为多元的含义。〔19〕相比而言，汉语中的“体系”在语义上更为贯通，结构层次更为稳定明晰。“体”有

〔18〕 （南朝梁）萧统编：《昭明文选》卷四十一，于平等注，华夏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644 页。

〔19〕 System,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system, last visited on Sept. 23,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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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之身体”原意的“实体”“实践”“体验”等义，“系”有“关联”“继接”“承绪”等义。融贯而言，“体

系”可指“本体及其生成的系谱”。〔20〕此处的“本体”非西方的哲学概念，指的是以主体实践为根基的

“体统”。由体统生成的系谱，类似中国文化中的“谱牒”，一面追溯光荣的祖先，建立值得自豪的源头；

一面精心选择值得书写的光荣榜，证明自己家族的源远流长。〔21〕

就“建构”（Construct）的语义而言，中西方也有不同。“如果不分析知识的建构，也就不能理解

知识本身。”〔22〕西方建构主义知识论强调意义生成的内部路向，其语义指向基于逻辑或经验上的融

贯，而非基于实践系统的总体融贯。与之不同，汉语中的“建构”侧重“实物或制度创设”的指意。

“建构”在汉语中还有“以议论等方式构造新物”的旨意，由此产生“抽象物设置”的衍生意蕴。在

此语义场中，“建构”不仅可与汉语中的“体系”在语义上衔接，也可与西方建构主义知识论的内在

路向融通。

综合来看，“体系建构”兼有“建立本体”与“构造谱系”的复合含义。“建立本体”侧重一种事前

的建立活动，本身就有制度设置的寓意；“构造谱系”可指一种接续的知识发展行为，强调以本体主旨

为其环绕的中心。因此，中国人认可的“知识”，就本体而言难进行质的区分，但可因方法、统系而有类

型之别。体系建构不宜对本体和谱系简单二分，它们是复合生成的“连续体”。“体”明在前，“系”生

于后。先从源头上建立统一之本体，再从演化上构造多样之谱系。

3.“中国法学”的深意

从学术史角度看，法学的性质从来都有争议。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得出一个公认的“法学”

定义，庶几无望。但以寻找最大公约数的办法，将法学视为一种特殊的学问或知识系统，殊无异议。

关键是在法学性质的理解上，如何超越自身立场的偏狭，将法学学问或知识系统的普遍意义展现出

来。这就需要回到“中国”，对作为限定词的“中国”加以融贯的概念阐释。

“中国”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一种主权制度，而且是一个心理概念、一种知识建构。〔23〕在“中国”

语境下，“人文知识的对象不是事物和世界，而是事物的价值或意义，其实就是命运。科学意义上的真

假概念在这里变得不重要了。当一个人文命题谈论了某个事物， 它是否非常‘符合’事物本身 , 是不

重要的，关键在于它如何‘引用’了这个事物，这个知识行为改变着人类命运”。〔24〕立足于“中国”自

主性的知识体系，早已走上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建构之路。从“天下之中国”到“亚洲之中国”再到“中

国之中国”，随着“中国”主体性的不断强化，必定需要围绕“中国”的知识体系建构。从中国自主的

知识建构路径出发，近代移植过来的西方法学观，与其说是一种世界观，不如说是方法论；与其认为确

立了全新的法学观，不如说是引入了多样的法律观。〔25〕套用外来体系的尝试，在中国知识建构史上

多以失败告终。当年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体系论”，在知识传播中并未得到太大重视，〔26〕最后“只留下

一个方法为各国法学家所采用”。〔27〕其他法学派的命运，如分析法学派等，大抵也未逃脱因隔阂而落

〔20〕 参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编写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修订版），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278 页、第 304 页。

〔21〕 参见葛兆光：《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载《文史哲》2006 年第 3 期。

〔22〕 See Gerard Delanty, Social Science: Beyond Constructivism and Realis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25.
〔23〕 参见赵汀阳：《没有答案：多种可能世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75 页。

〔24〕 赵汀阳：《知识，命运和幸福》，载《哲学研究》2001 年第 8 期。

〔25〕 参见何勤华：《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载《法学》2004 年第 12 期。

〔26〕 参见李鼎楚：《历史法学在近代中国传播的“知识景象”——基于法政书刊的考察》，载《政法论坛》2017 年第 6 期。

〔27〕 李达：《法理学大纲》，法律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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寞的命运。〔28〕

法学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专门学科，以狭义的法律教义学为主干。但在作为知识建构的“中国”语

境下，无论是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还是法学家、法律家、社会治理精英，抑或更大范围的公众，都

不会否认法学是有关正义权利、治国理政的学问，应当具备联结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知识枢纽功

能。〔29〕 鉴于法学宏阔的学术旨趣、学科范围、话语受众，其知识体系发展的本基必定不在于狭义的“法

律”，而在于广义的“法理”。〔30〕这与强调法学的专业性并无矛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

情形下，中国法学虽不完全像那种“无国界”的普遍性科学，但“公共的信仰”“认同的基础”须臾不

能缺失，它们随时要为法学知识的生成预备有效的大前提。〔31〕只有这样，中国法学才能承接优秀文

化传统，以人类政治文明共通的法价值为知识本体，整合多方理论脉络和流派资源，建构主体多元、主

旨连贯的知识体系。在此意义上，沟通“道器”、融合“内外”甚至超越“古今”的法理之学，与作为知

识建构的“中国”方才是匹配契合的。

构建中国特色法学，本质是在“中国”语境下建构融贯的“法理”系统，进而全面回应近代以来法

学演化的知识难题。近代以来，法学是科学还是哲学的争论绵延至今。不唯中国学者反对哲学和科

学的二元对立，国外学者也有类似的贯通主张。日本学者穗积重远认为：“吾人于同一事物，既可为科

学上之研究，且可为哲学上之研究。是科学不能不借镜于哲学，而哲学又不能不原本于科学。两者之

分界，仅过渡性质。”〔32〕相应地，法学可分为两段：与科学相对应的，是法科学；与哲学相对应的，是法

哲学。〔33〕居于枢纽位置的“法理之学”具有沟通和均衡的品性，可以折冲往返、顾盼流连，既为法科学

的发展提供观念指引，又为法哲学的澄明予以理论推进。

连接法科学与法哲学的知识机制，在法教义学知识系统中虽早有体现，但难以总体建构成型。首

先，在法教义学看来，“法学以标准的、准确的法律规范为其研究对象；但这种规范性却是基于与规范

性事实无关的各种方式”。〔34〕“确定前提”的任务非由法教义学完成，这就使得法教义学中的法哲学

难免处于“依附”之地位。其次，就形而上知识的生产而言，法教义学的哲理基础表面上由法哲学建构，

但实际上，有关法哲理的认知博弈往往发生于精英的“循环阐释”，而精英法理的源头活水和主要对象

又在社会公众。作为社会总体实践映射的法哲学知识系统，很难在狭义的法教义学中得到安放。最

后，就形而下的法适用技术知识而言，由于法教义学不仅要为权威规范供给制度知识，而且要将其与

广泛、流变的事实知识衔接，从而必须随时同化外部知识，达成规范与事实的契合。这使其不得不违

背自身“诺言”，不断转到法教义之外，以“科际整合”方式，寻求“可靠知识”。〔35〕

（三）理论示范

在不同于西方法学的认知图景下，“法治中国”理论以其系统化的政理、法理和哲理建构，为中国

〔28〕 参见陈锐：《隔阂与落寞：分析法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其命运》，载《政法论坛》2009 年第 1 期。

〔29〕 参见李龙、刘连泰：《法学的品格》，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 年第 1 期。

〔30〕 参见张文显：《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载《清华法学》2017 年第 4 期。

〔31〕 参见葛兆光：《〈新史学〉之后——1929 年的中国历史学界》，载《历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

〔32〕 ［日］ 穗积重远：《法理学大纲》，欧阳谿译，上海法学编译社 1931 年版，第 4 页。

〔33〕 参见田夫：《法理学与法学通论的关系——以近代中国对日本学说的引进为中心》，载《清华法学》2020 年第 5 期。

〔34〕［德］Wolfgang Hoffmann-Riem：《行政法中的“法学外”知识、日常理论与启示学》，李剑译，载章剑生主编：《公法研究》第 18 卷，浙

江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67 页。

〔35〕 参见孙笑侠：《论法律科际整合及其对“可靠事实”的探寻》，载《中国法学》202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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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提供了一个典型示范。〔36〕“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命题的提出，不是要证

明中国法的历史文化、现实举措和未来发展都绝对理想、全然正确，而是要在更大的体系范围中定位

“法”的知识空间，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比较中探寻“法”的知识规律，将原创性知识通过标识性概

念表达出来，进而构造系统完备的原理知识，将其融入法律和法治运行的具体环节，形成法学知识体

系自动更新的良好生态。在此意义上，以“法治中国”为核心概念的理论建构，可为“建构中国自主法

学知识体系”命题的主旨展现，提供一个切近而典型的示范。

首先，“法治中国”概念有追求知识自主的鲜明战略意识，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

略家的整体法治观，回应支撑当代中国“大法治”格局的知识发展要求。由于战略在本质上包含理论

及其与政策的关系，决策者会自觉或不自觉、明示或隐含地依据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理论假设，建构

宏大而不失精准的知识体系。〔37〕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战略思维，〔38〕 在“法治中国”的概念建构中得

到了鲜明体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法治中国”概念集中体现出法治强国的战略关切，兼

有理念强化、规范集成和实践指引的系统功能。这个宏大概念，不仅为法学内部提供了知识整合的平

台，而且为外部的科际整合创设了新的主题框架。

其次，“法治中国”的概念、命题和原理，体现了科学理论建构的逻辑，具有知识系统创新的特点。

对法学知识构建而言，在核心概念萃取的基础上，通过概念间的规定性梳理，可构建起内容完整、逻辑

严谨、层次分明、结构开放的概念体系。〔39〕以“法治中国”为核心概念的知识体系，在主体维度上涵摄

了法治自觉、自信、自立与自强等命题，在客体维度上聚焦于超越权利和权力二元对立的法权原理和

新法治格局，在时间维度上表明中国法治历史、现实和未来有机融贯的特质，在空间维度上契合全球

体系下中国应有的法治话语权、治理权、管理权和发展权主张。〔40〕“法治中国”的概念提炼、命题架构

和原理生成，“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41〕

最后，“法治中国”理论的构建过程，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方主体的知识共建能力，反映出

当代中国法学知识体系生成的融贯一体逻辑。一是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通过新的情势分析，在大

众话语基础上明确“法治中国”的核心概念和实践指向，并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协同下，形成制度层

面的顶层设计。二是法学家根据制度系统的顶层设计，从知识体系上分析相关概念和命题，运用多种

方法形成总的理念知识，然后结合具体制度进行嵌入，逐步推进对原有知识系统的革新。三是法律家

进一步在技艺知识层面，通过具体而微的应用，为新的知识体系生成输送原材料和前沿反馈。四是各

领域和行业的治理实践提供丰富的经验知识，同时从新的理论逻辑中获得凝练、升华经验知识的契

机。五是公众通过各种社会实践，对“正式知识”进行识别、判断和理解，对专业化的法原理和法技艺

知识主动修正，形成法治社会中现实管用的“默会知识”。

〔36〕 参见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理、法理和哲理》，载《政法论坛》2022 年第 3 期。

〔37〕 参见时殷弘：《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载《史学月刊》2005 年第 6 期。

〔38〕 参见［英］李德 • 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钮先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 页。

〔39〕 参见冯果：《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之概念体系的建构》，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6 期。

〔40〕 参见汪习根：《论法治中国的科学含义》，载《中国法学》2014 年第 2 期。

〔41〕《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载《人

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6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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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何以建构”之历史逻辑

 
对于“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命题的阐释，还要在历史逻辑上继续探寻，揭示“何以建构”

的理据所在。对中国法学知识演进而言，由古典向近代的知识革命及其后果，在理论上有较大争议，

因而值得着重讨论。通过对革命建构性而非断裂性的功能重述，可以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法学”

在知识论上的要义。

（一）古典中国的政法传统

中国古代有无“法学”，学界一直存在争论。如果套用西方的“法学”概念，中国古代似乎没有

严格意义上的“法学”。若在作为知识建构的“中国”语境下讨论，以循名责实的方法，实质功能意

义上的法学知识不仅存在，而且贯穿于历史实践。20 世纪 90 年代，即有学者运用形态理论，证明

中国古代法学虽不发达但确实存在。〔42〕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古典中国政法传统的命题，从多元一体

的政法场域、太平盛世的政法理想、统分结合的权力构架、互动互塑的政社关系、综合施治的治理模

式、奉法循理的吏治等多方层面展开。〔43〕由此，古典中国的政法传统，可成为讨论中国法学知识演

进的新视角。

古典中国政法传统的相关知识，能否纳入现代“法学”范围？由于古典中国没有出现近代西方那

样的学科体制，政法知识弥散于传统学问部类，这也许是不少人眼里法学不存在或极不发达的渊薮，

但在现今知识统合的情境下，这又未尝不是一种“超学科”的优势？有无“法学”之名，也许并不是最

紧要的。关键在于，从西方引入的法政之学，是否彻底打破并完全替代了古典政法传统及其知识体

系？按“冲击—回应论”的思路，中国精英阶层面对西方的强势扩张，势必需要新的法学知识建构，将

这个陌生的文明熟悉化，从而尽力存续本国的文化、政治和社会体制。暂不论“西方”是否有统一的

现代化文明，西方文明的单向度冲击，这个预设本身就经不起推敲。〔44〕此外，西方文明对中国政法传

统的冲击，是否深及“律学”此等技术性知识？或仅仅触及“经学”此等原理性知识？回答这些问题，

需要视角的转化，从单向度冲击转化为多向度博弈。相比而言，海外汉学家提出的“中国中心观”，似

乎更具说服力。

（二）近代中国的知识革命

近代中国法学的“殖民地风景”，表明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精英与大众在知识生成上的激烈

冲突。〔45〕一方面，外来知识以现代性之名强势进入，大有造就新知识传统之趋势；另一方面，传统文

化坚韧存立，在被压抑宰制中艰难确证、努力转化，借助各种可能渠道待机光复。虽然法学知识的表

面冲突，因法制现代化的道路共识而趋调停，但内里的政治和文化冲突难以弥合。只有政治上反帝反

封建任务完成，独立自主的国体政体确立，新的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构才能从实践上开启。只有社会

文化上的生活革命、心性再造取得突破，从外部移植到内生演进的知识系统更新才可能总体成型。在

此意义上，近代以降的中国法学演化历程，可谓一部谋求自主的知识史诗，包含诸多重大事件和关键

转折，展现出跌宕起伏、螺旋发展的革命辩证法。

〔42〕 参见何勤华：《法学形态考——“中国古代无法学论”质疑》，载《法学研究》1997 年第 2 期。

〔43〕 参见黄文艺、邱滨泽：《论中国古典政法传统》，载《中外法学》2022 年第 1 期。

〔44〕 参见汪晖：《“民族主义”的老问题与新困惑》，载《读书》2016 年第 7 期。

〔45〕 参见刘星：《中国早期左翼法学的遗产：新型法条主义如何可能》，载《中外法学》201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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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法学知识的形成，以革命为基础无甚异议，但此种知识革命的性质众说纷纭。如有学者

认为：“在 1898 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

理。仅仅 12 年后，到了 1910 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

化。”〔46〕 暂不论“根本性的变化”是不是真正的知识革命，仅就其发生原因言，绝非只有“外国的影响”。

在知识原材料多来自外国这一点上，近代中国与其他国家大体相似，但也有许多重大差异，不可简单

用西化的现代化理论来衡量和解释。〔47〕对法学知识而言，最好还是遵照革命的“创造性建构”含义理

解——它只会更新传统，绝不会颠覆传统。〔48〕 
由于外来知识被引入时的驳杂多元，中国固有的政法传统仍在充当“幕后推手”。移植外来法学

知识，往往经感知、改造、整合和平衡，故以“创造性误读”达成自家的体贴实用，并不少见。格义比

附是当时法学知识构建的主渠道，人们要“尽可能利用传统法文化中的概念、观念比照或理解西方

法”。〔49〕传统中国的政法知识以其微言大意，仍能于杂多的外来知识话语底下，发挥海纳百川的文化

使命。某些外来知识，如来自日本的法政语词，在特定时期风行一时，但其对中国自主文化未有实质

损害，反可能是一种曲线式的强化。〔50〕

近代中国法学知识重建，名义上兼求“致用”和“求是”，但实际上“致用”的急迫性往往压过“求

是”的超越性。〔51〕为了“救世”，时人难以克服分科思维的简便化诱惑，以至于不得不将传统的政法知

识加以肢解。〔52〕当时的“法科”之学或 “法政”之学，更多追求的是快速表浅的形式体系建构，而非获

得深沉持续的自主创造能力。为完成五花八门的新政变法、政体改革，人们不得不激烈否定传统、随

机取材于列强，意图在知识体系构建上超常规跃进。在此环境下，不唯普罗大众深感法学虚妄，法政

精英对此也困苦迷惘。比如，当时的法学团体，表面都不反对阐发中国自身的法律制度与思想，但对

西方法学模板的预先移植以及思想宗旨上的多元杂陈无可奈何，致使其殊难合力建构现代中国法学

体系。〔53〕加之日渐僵化的法学移植，尤其是对德日法学知识的系统搬用，短期形成的标准化法教义

知识系统，让中国法学近乎落入宿命般的“依附”陷阱。

新文化运动初期提出“民主”和“科学”，对法学知识系统更新产生重要指引作用，但同时也有激

进否定传统的一面，未能脱离“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的目标导向。〔54〕在早期左翼法学家看来，殖民

地法学的风景并不美好。他们主张中西融合，希望赓续传统，再造法理辉煌。〔55〕中国近代未有世界

级的法学家和法律家，未有原创性的经典法学著作和教科书，这与社会动荡、环境多变有关，〔56〕但更

与当时形式体系化而实质非体系的“法学”有关。

〔46〕 ［美］任达：《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15 页。

〔47〕 参见桑兵：《晚清民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6 期。

〔48〕 参见［美］哈罗德 • J .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高鸿钧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 页。

〔49〕 俞江：《近代中国法学语词的形成与发展》，载范忠信等编：《中西法律传统》第一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3 页。

〔50〕 参见陈灵海：《攻法子与“法系”概念输入中国——近代法学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载《清华法学》2017 年第 6 期。

〔51〕 参见程燎原：《中国近代法政杂志的兴盛与宏旨》，载《政法论坛》2006 年第 4 期。

〔52〕 参见桑兵：《晚清民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6 期。

〔53〕 参见王灏：《近代中国法学学术团体考证》，载《法学研究》2018 年第 3 期。

〔54〕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上册），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5 页。

〔55〕 参见刘星：《中国早期左翼法学的遗产：新型法条主义如何可能》，载《中外法学》2011 年第 3 期。

〔56〕 参见何勤华：《中国近代法律教育与中国近代法学》，载《法学》2003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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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中国的法学体系

在近代革命浪潮中，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并随之开启新的法学知识体系的

探索历程。“在‘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等等）之后，知识分子开始第一次感到需要新的理想、愿望和

志向。”〔57〕从文学革命到政治革命再到彻底社会革命的目标演进，表明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对各式旧

法话语的革命性重塑，在一种全新的理想社会图景下建立新的法律及其知识体系。此种新的“知识革

命”有两层含义：第一，相对于西方各式思想而言，马克思主义将其综合体系的特点极致发挥，为中国

问题的根本解决提供了整体方案；第二，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所指导的革命运动进入中国，有明确的

“目的意识性”或“自主意识性”，这与先前的资产阶级革命及农民起义根本不同。〔58〕早期中国共产党

人大多是知识分子，普遍有扎实的传统学问功底，对西式的法政之学并不陌生。他们依据马克思主义

的群众史观及对社会历史的体察，在广阔的中外比较中深入省察“法”的本质，对法学知识的社会经

济基础产生新的认识。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实践中摸索出外来知识和传统知识的融合之道，构建出许多有关法学的新理

念、新体制和新话语。〔59〕如 1941 年初，党领导成立的新法学会宣告，“以推进新民主主义的法治运动”

为任务，“首先应当研究法学史的演进及适合客观现实的理论”，“来配合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

化”，在“制定成文法民、刑、商、劳以及其他各种法律方面，悉心探讨，求有心得，提供意见或起草法规，

以备政府采用”，“有优良法制而人民不能活泼运用，那优良也是徒然，新民主主义法学与法制，必须是

人民日常运用的精神财产，本身才真正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法学与法制”。〔6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党通过对政法及司法体制、法学教育

和研究体制的重塑，初步建立了新的法学知识理念框架。〔61〕由于新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和法律制

度均属初建，理论参照和经验积累相当不足，法学知识在生产、流通、转化、普及等方面的自主性程

度有限。“旧法”的体制和思想残余，对知识界的影响仍很强大。虽然“新法学研究院”的工作取得

了一定成效，但对旧法人员“思想”改造的困难也是巨大的。〔62〕后来司法改革运动中出现的过激倾

向，造成法学知识发展的重大挫折。总之，指导思想和政治体制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法学知识的即

刻变动，短期生成完全自主的崭新体系建构。对于法学知识演化而言，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社会经

济基础和总体生活条件。在总体条件不达标的情况下，即使社会各界勉力为之，亦难达成法学知识

革命之宏愿。比如，在实践中操行的政法体制，由于缺少自主性、体系化的知识工具，容易导致经验

主义流行，相关理论“提纯”工作难以展开。再如，法学界的继承性和阶级性论争，最后的结果也让

人感慨。

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思想解放潮流涌动，总体发展环境宽松，中国法学逐渐开始获得

明确的自主学科定位，重新接续起法学知识体系演进的历史脉络。在理论法学层面，在马克思主义指

〔5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 — 一九四九）》（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8 页。

〔58〕 参见［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 页。

〔59〕 参见郝铁川、赵楠：《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法学理论创新观点述评》，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 年第 3 期。

〔60〕 侯欣一：《法学的中国学派：原因、方法及后果——以延安新法学会为中心的考察》，载《政法论坛》2006 年第 6 期。

〔61〕 参见张友渔主编：《中国法学四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 页。

〔62〕 参见张小军：《1949 年至 1953 年司法改革演变及若干反思——以“新法学研究院”对旧法人员的改造和 1952 年司法改革为例》，

载《政治与法律》2010 年第 12 期。



政治与法律 2024 年第 11 期

30

引下，初步形成以法的“本质－规范－价值－运行”为框架的法学理论知识框架。在应用法学层面，

在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导向下，形成对标制度体系的“部门”结构，为法教义学的

精细化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从法制到法治、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的实践发展，理论法学侧重解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法治的本质关联，形成法哲学知识系统的雏形；应用法学则在各分支学科范围内

阐释制度规范，构成法科学知识系统的主干。

在与国际“接轨”的变法运动中，专业主义知识观盛行，知识移植主义回流，法学非但未消“幼稚”

之名，反而重新陷入激进化的否定传统漩涡。针对当时的法学知识状况，有学者认为，“律学的传统依

然强大，从律学到法学的知识转变远未完成，这就是为什么‘法学界’与知识界一直彼此暌隔难以沟

通”。〔63〕法学知识转变的梗阻令人不安，将其归咎于律学的传统，可算是最简便的推脱。产生这样的

认识，与总体的知识环境有关：复制外国学说，在短期内容易实现生产和流通的“双丰收”；学术、政治

和社会，对此种繁荣假象的认同，又会加速此种知识复制的规模化进程。在邓正来看来，知识生产中

不加批判地移用西方社会科学制度模式，会成为“学科的迷思”，必须对之予以“否思”。〔64〕进入 21 世

纪后，围绕“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问题，他进一步从“世界结构”层面反思法学知识生产体制的“自

主性”缺失。〔65〕回首再看，相关问题至少还包括：对法学知识的演化过程而言，专业化的学科知识与

政治化的法治知识、大众化的社会知识，可否达成体系化的整合？在海量信息供给的知识生产格局

下，如何消解主流知识与边缘知识、本土知识与外来知识、正式知识与非正式知识的对立？中国特色

法学的构建，能否在多元一体的知识契合框架中展开？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理念复兴、话语勃兴，推促法学回归主体和整体，朝向更

为宏大、融贯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之路进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

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66〕近十余年来，政法理论

和法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国兴起，围绕法学知识体系自主性缺失的难题，合力改变法教义学重技艺轻

原理、重文本轻实践的状况。政法理论着重从形而上层面，实现政治原则与法律原则的融通，借助马

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方法论体系，立体阐释中国法理及其内在的治道。法社科研究的理论资源虽多来

自西方，但其研究对象主要还是中国问题，研究目的主要还是“在批判西方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反

思”，“真正构建出中国自主的法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67〕其长于从微观上深描法的运行，这可让政

法理论和法教义学知识更好融入“法治中国”的广阔田野。围绕“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愿景，政法

理论和法社科研究的冲突淡化、交融提速。受“夹击”的法教义学，也在论争中完善“规范”品格，“形

而中”的融通气质愈益明显。在法教义学体系再造的助推下，传统的部门法学知识正迈向更为整全

的“领域法学”类型。〔68〕可以说，以政法理论、法教义学和法社科研究为代表的中国法学，经过立足本

土与吸收外来的学术协同，取得了知识总量扩容、概念范畴创新、共同主题生成等方面的显著成绩，为

建构更为完善的自主知识体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63〕 梁治平：《法治进程中的知识转变》，载《读书》1998 年第 1 期。

〔64〕 参见邓正来：《否思社会科学：国家的迷思》，载《开放时代》1998 年第 6 期。

〔65〕 参见邓正来：《“世界结构”与中国法学的时代使命——〈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第二版序》，载《开放时代》2011 年第 1 期。

〔66〕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16 年 5 月 17 日），载《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478 页。

〔67〕 侯猛：《法社会科学：研究传统与知识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86 页。

〔68〕 参见佘倩影：《“领域法学”：法理视野与话语共建》，载《法学论坛》201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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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何建构”之方法要义

从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法学家、法律家、社会治理精英以及更大范围“公众”的统合视角观审，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命题，蕴含以融贯一体为基本方法、以政法法学为核心支点、以法理均

衡为推进主线的要义。

（一）以融贯一体为基本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源于实践唯物主义，蕴含多元一体的融贯逻辑。〔69〕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

纲》中，马克思有这样的论述：“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gegenständliche］，这不是一个理论

问题， 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

院哲学的问题。”〔70〕在对德国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特别注重从现实的前提出发，描述人们实践活动

和实际发展过程。“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71〕对“连续不断的感

性劳动和创造”的重视，〔72〕让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有不同于西方主流的融贯一体逻辑，使得抽象的理

性知识具备实践统合的感性基础。

中国的思想家也有与之相通的立场和观念。朱熹把知识看作“理”的认识，现今看来更似对作

为客体的事物和人的“真知”。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即物而穷理”，将“心”恢复到人之初始状态，

归于道德行为的选择，扩充了“感知”的地基。后世学者进一步拓宽此种知识论进路，一面强调作为

知识本体的“性智”，即“真的自己的觉悟”，立足本心的自知自识，经由向内追求、体验体证，达成外

向超越、通透澄明；一面主张知识论上的“量智”，即瞩意超越整合，达成道器融通、内外无碍的知识总

量增进。〔73〕他们有意将西方知识论置于中国的“道”之下，让逻各斯显得不太直太冷。此种融贯之

“道”，可以这样的状态描述：“听任自己作为某个事物或是任何事物突现自己在宇宙中衍生出一切事

物。”〔74〕因为创造性的、综合的、无限的来源，体现了各种各样的事物和生命的需求，它无偿奉献自己，

听任一切事物的实现，因而事物与事物都能互相包容、协调一致。这便是融贯一体的知识建构论蕴意。

基于融贯一体的基本方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谓建构

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重要依凭。在法律史学者看来，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必须以中国

古代律学之历史传统为基础。〔75〕在系统而深刻的“中华文明观”指引下，〔76〕我们则应以新的自主

体系标准，重点对古代律学传统加以精准复原、重建系谱，为延续传统、立足当下、着眼未来的中国

法学构建基础资源。鉴于传统法学知识弥散在传统学问各个部类，若以新的体系观全盘重整，势必

需要整体性的学科体制改革。较简便的方法，即秉持法学的“学问”底色，打通古今阻隔、不争学科

名分、聚力推陈出新。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仍可对一些传统命题给出属于中国的回答，比如主权或

〔69〕 参见俞吾金：《对马克思实践观的当代反思——从抽象认识论到生存论本体论》，载《哲学动态》2003 年第 6 期。

〔7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4 页。

〔7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53 页。

〔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57 页。

〔73〕 参见熊十力：《新唯识论》，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249 页。

〔74〕 ［美］成中英：《中国哲学中的知识论（下）》，曹绮萍译，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2 期。

〔75〕 参见张顺、何勤华：《建构中国自主社科法学知识体系的历史传统探析》，载《学术月刊》2024 年第 6 期。

〔76〕 参见沈壮海：《习近平的“中华文明观”论要》，载《党的文献》202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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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问题、道德和法律问题、发展与安全问题等。〔77〕进而言之，传统经学中的法理念、法原则，史学

中的法典章、法制度，诸子学和集部中的法思想、法话语，在新的知识论原则观照下，皆含创新之机，

皆可续造再生。

（二）以政法知识为核心支点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法治奋斗中生成的政法知识，可为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提供融贯一体的核心支

点。〔78〕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注重人民群众的感性创造，反对照搬哲学家的观念模型，

注重在总体性的社会均衡中，达成融通观念、规范和实践的知识系统生成。古典中国的政法实践，蕴

含融通政统、道统和学统的一体逻辑，塑造了源远流长、独树一帜的经律合体传统，影响广泛，意义深

远。经过长期社会革命锻造的政法新传统，以马克思主义法治观为指引，将法的基本原理和新的政法

实践有机融合，从人民群众的经验创造中吸收养分、获取灵感，不仅达成知识系统的内生发展，而且体

现了超越精英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自主创新要旨。

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构，关键取决于能否在以政法知识为核心支点的整体架构下，完成赓

续传统、连贯各方、自立自强的未竟之功，化解政治及其代表的公共知识与专业知识的矛盾冲突问题。

经历百年演进，党领导创建的“新法学”已形成整体融贯的知识框架。“法学”一词，不仅可以指示中

国古代的律学知识，而且经由语义场的广延扩展，在跨学科、多学科研究促动下，呈现出对知识整体的

吸纳和融入机能。在千头万绪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任务中，我们应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法学的生成规

律，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法治事业为实践依托，重点开掘党的百年法治奋斗史蕴含的法学资源，建立

以政法知识为核心支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谱系。

比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建构胸怀天下、展现人类共同价值的法学知识体系，关键在于如何

让中国的自主创新成为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普遍成果。几千年来，中国自主的“法理”在文明史中生

成，这已没有疑问。但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中国法学是否要达成 “全球合流”或“与国际接轨”，一直

存在很大争议。化解争议，需要从政治家法理的体系战略视角，对哲学家法理和法学家法理在知识论

上加以衔接和均衡，以党的创新理论蕴含的“政理”联通哲理和法理。现今，人们愈益感受到，中国法

学有其自主的思想品格和文化要义，可归总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总体构造。〔79〕换言之，现

今有关法学的属性争议，症结也许不在于知识是否科学化、能否科学化，而在于政治家法理能否发挥

勾连整合、“顶天立地”的均衡功能。具体来说，就是政治家法理在知识体系建构上能否承“道”启“治”，

成就均衡之“正理”，彰显“良法”之机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理念、战略和相关话语、知识体系创新，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有集

大成式的展现。〔80〕在学习、研究和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热潮中，我们要更加注意运用核心优势，站

稳基本立场，遵循规律要旨，塑造新型文明，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提供根本遵循；要更加注

重党的创新理论的一体统筹，在区分中凸显主旨，在关联中照应全局，在沟通互动中生成与新时代

法治事业同频共振的法学知识体系；要更加着力发掘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法理论内涵，认真领会其

中的创新法治思维和法理观点，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知识契合中寻求法学原理自主创新的体系

化路径。

〔77〕 参见秦前红：《关于新文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若干思考》，载《新文科教育研究》2024 年第 1 期。

〔78〕 参见廖奕：《中国共产党法治观的百年演进》，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1 年第 4 期。

〔79〕 参见张文显：《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载《中国法学》2022 年第 1 期。

〔80〕 参见廖奕：《中国共产党法治话语体系的百年生成——以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集成创新为重点》，载《法学家》202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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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法理均衡为推进主线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深入学习贯彻为契机，哲学社会科学界可以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下，合力推

进“道器”融通、“点线面”均衡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构。如果不能回应特殊的法治难题，知识

是无用的；如果仅仅解释局部的法治经验，知识又是短促的。自主存立、永续发展的知识理想，必定要

通过内外融通、立体均衡的法理建构达成。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知识类型化，再将知识类型独立化，

造成法学在生产和流动上的隔膜。但更可行的做法是，将法学知识在类型上归入总体的社会实践，再

以规范（教义）分析为基本方法，在事实与规范的往返流动中实现知识的均衡建构。这样的法学知识

建构机制，能在更广阔的知识场域中展现各方参与、接续构造、均衡演化的特点。

在作为知识建构的“中国”语境下，法学与其他学科的最大不同，在于其内在的正义品性及均衡

要求。本质而论，法学知识既不等于古典哲人所说的天道或理性，也非实用主义者眼中的权术或技艺，

它更接近于在形上理性和形下欲望间寻求均衡的正义认知。它一面谋求规范证成，一面观照需求满

足，属于均衡导向的实践理性。它犹如一个转盘，任何与正义有关者皆有权参与，经过各方博弈，围绕

理想“立法”展开知识生产和流通，塑造现实政体的模式和结构，先赋予其应然之义，再通过实然评测，

最后回复规范，交由“原创性”的社会实践加以调整或修缮。

就此而言，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元素，不是通常认为的普遍性“法律知识”，而是有

独立学问品格的“法理”。“作为知识形态的法理，既存在于法理学学科产生前的人类法律文明史，也

存在于法理学学科疆域外的人类思想文化领域。”〔81〕张文显教授倡导的新“法理”主题研究，“把作为

知识形态的法理与作为学科形态的法理学区分开，推动法理从相对封闭的法理学空间里解放出来，成

为各类知识生产主体能共同参与、分享的广阔知识场域”。〔82〕“法理”可容纳法律知识和非法律知识（有

法学家称之为“法外知识”）、精英知识和大众知识，具有均衡融通的品格要求。此种知识的生产主体，

可由法学家和法律家作为代表，但周边相关的主体也不会被忽略。就法原理知识而言，“法之道”可

为源泉；就法技术知识而言，“法之治”可为素材；就均衡两者的法枢纽知识而言，“法之理”可为凭借。

立基于此，均衡导向的“法理之学”，可将抽象的法原理与具体的法技术在知识系统上有机关联，化解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对立造成的知识难题。

从历史传统看，中国的“法理”自古而今秉持宏道求知使命，西方话语进入后仍内核不坠。从学

问理想看，中国的“法理之学”既不同于以纯粹理性为本旨的法哲学，也不同于以规范操作为导向的

法技术，而是安然居于其间，在超验和经验两端探寻知识的均衡。通过动态的均衡一体，中国的“法

理之学”着意建立一种既宏大又微观，既抽象又具体，既突破分科主义又能展示科学真理的新型知识

体系。那些符合人类情感需求和社会利益，通过社会评价和选择的法理知识，以其充分的合法性，进

入“客观知识”行列。通过教育、传播、普及、内化等方式，其逐步转化为广泛主体的“主观知识”。因此，

以“法理均衡”为建构主线的法学知识体系，可以均衡涵摄专业化的“教”与社会化的“育”。前者以

学问品格培育为中心，后者以大众认同接受为标准。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建设是前者重点，话语

体系建设既关系前者，也指向社会化的大众法律知识生成，它们都是法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必要路径。

基于上述对命题蕴含的推进主线，我们可这样理解：围绕新的“法理”概念展开，采用“点线面”

的逐层扩展方式，凸显中国自主法学知识的内生规律。具体来说，“点”代表法学知识对象或主体；“线”

〔81〕 黄文艺：《新时代中国法理研究方法论》，载《法学》2020 年第 4 期。

〔82〕 黄文艺：《新时代中国法理研究方法论》，载《法学》202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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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法学知识的价值链条，包括知识的获取、选择、内化、外化等环节；“面”象征总体的法学知识系统

或曰知识场域，它既是知识生成的外在环境，又是知识交往的主体场所。在最后达成的立体图景中，

除了有一系列明晰知识，还包括关于复杂法价值和环境认识的缄默知识；不仅有各方主体知识统合的

达成过程，而且包括各种知识冲突解决和协调机制；不仅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政法理论指引，

而且包括法学家、法律家专业知识及其不断“下沉”“扩容”的衍生产品。此种以法理均衡为主线的

立体图景，也可作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一个思想模型。

此外，我们要更加注重公众知识的法理构造，在精英知识和大众知识的互动中寻求均衡改进，以

新的面向公众的法学知识话语传播为抓手，不断夯实建构中的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社会文化基础。

蕴含于公众知识中的法学知识，通常被认为是缄默知识或非正式知识，但其往往有较强的“信念度”，

因而产生较高的自主性。知识与信念一样都有必要的接受度，信念的接受度直接影响知识的有效性。

在知识论上，“信念度”往往随直接经验支持证据的增加而提升。〔83〕在这一点上，公众知识有其相对

优势。在法学知识的建构中，不同主体的接受情境很难统一，因而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落到一

个融贯均衡的平台，尝试用公众知识的“信念度”，作为评价法学原理乃至司法技艺的知识论尺度。站

在新的知识论立场，公众知识还可作为新的原创法治理念和思想的孕育沃土，为法学知识的体系再均

衡（持续优化）创立新的起点。

     

五、结　论

本文的阐释，着重从概念论、历史论和方法论的维度展开，包含一种新的法学规范立场。首先，法

学一开始并非专门化的分科之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或法律职业的技艺集成，而是一种古已有之的

知识和智慧之学。其次，法学学科的形成（学科化），是法知识领域走向成熟的产物和标志。当法学知

识领域转化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学学科”，意味着相关知识生成和流通的准则基本确立，并获得了比

较普遍的认可。〔84〕最后，以“学科化”为关键词，法学知识体系的演进可以形成一种长时段、多维度的

知识史叙事，由此改变建构与演化二元对立的困境。

通过“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命题的阐释，我们得以明确，关注法本体的原理知识系统不

能缺位，否则，不仅法学领域意识形态和话语权问题难以化解，而且各个具体法律领域的知识系统建

构也会陷入“无根性”危险。现今中国法学知识的发展日渐充分，但技艺知识和原理知识、外来知识

和本土知识的非均衡问题愈益凸显。过于技术化的法学知识，容易出现片面的内循环，在自动、自足

和自洽的层次停留过久，忽略新发展环境下的自主创新能力培育。我们不能否认法技艺的实践作用，

但更不能因此忽视法原理的知识本根。我们不能因为规范解释层面的确定性诱惑，忘却甚至放弃对

法的本质、本源的求索，对法的宏大理论敬而远之。就此而言，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关键是在“中国”

的宏大语境下建构融贯的“法理”系统，从根本上破解法学的知识难题。

（责任编辑：王江淮）

〔83〕 参见郑伟平：《知识与信念关系的哲学论证和实验研究》，载《世界哲学》2014 年第 1 期。

〔84〕 参见［美］华勒斯坦等：《学科 • 知识 • 权力》，刘健芝等编译，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13-14 页。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命题阐释

35

On Expounding the Proposition of "Constructing the Independent Legal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a"

LIAO Yi

Abstract: "Constructing the Independent Legal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a" is an academic 
proposition derived from a political proposition. Thematic context of such proposition may be developed 
progressively from the pinpointed meaning to integrated conception to theoretical demonstration, thus 
understanding the issue of "why construct". It is able to, by taking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tradition 
of classical China, the knowledge revolution of modern China and the legal-science system of 
contemporary China as clues and outlining the evolution of legal knowledge of China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deeply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How to construct". In terms of methodological 
essence, it is advisable to, from the integrated perspectives of politicians, thinkers, jurists, lawyers, elites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 wider "Public", take integration as the basic method, political and legal 
knowledge as the core fulcrum, and the balanced jurisprudence as the main line, renew the cognition of 
"How to construct" on the whole. 

Keywords: Independent Knowledge; Legal Science in China; System Construction; Political and 
Legal Knowledge;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